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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集萃

近代闽江流域发展模式再思考
□ 水海刚

依照经济学的解释,流域为河流的

集水面积或受水面积,是分水界内径流

最后汇于一条干流的总区域,包括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集水区域,但习惯上常将

河流地表水的集水面积称为流域 (于光

远主编：《经济大辞典》,第 2010页)。一

般而言,流域具有成为区域的前提条件,

故各大江大河流域多可形成独立的经

济区域。事实上,特定流域的发展均可视

为一个由自然地理区域向功能性经济

区域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形成若

干独具特点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作为

区域性特征,对本地区的发展影响尤为

深远。本文所论的对象闽江流域即是如

此。

一、区域是如何形成的?

闽江为福建省第一大河,流域总集

水面积为六万余平方公里,约占福建全

省面积的一半。在地理空间上闽江可以

南平为界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多山区,

水流较速,河道崎岖难行;下游多平地,水

流较缓,河面宽阔易行。就经济联系来

看,在晚清之前,流域内部整体上存在着

上游对下游的倾斜性联系,即上游向下

游地区输出大量山区出产农产品,而下

游对上游却甚少输出 (陈支平：《闽江上

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因此上下游

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与此相

对应的是,在上游山区各县,存在着大量

与邻省如浙江、江西的跨省贸易,与下游

比较起来,这些县份与邻省相关地区的

经济联系更为密切 (徐晓望：《晚明福建

与江浙的区域贸易》)。但这一切在福州

开埠之后开始改变。

这种改变始于流域商品输出路线

的转移,一为茶叶,一为纸张。茶叶为闽

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其产销史可远

溯至唐代。但在五口通商前,茶叶作为中

西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外销途径上

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闽江上游所产

之茶须经江西转运广州出口。五口通商

初期,武夷茶叶部分改由陆路转运上海

出口。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

军攻占江浙要地,茶叶旧有运输商道受

阻,因而时任福建巡抚王懿德向朝廷奏

请暂弛海禁,允准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

州海运出口。自此,闽北地区所产茶叶的

外销路线发生改变。至于纸张,五口通商

以前,闽江上游作为福建主要产纸区,其

所生产的纸品大多由陆路商道出江西、

浙江,转销他处。五口通商后,由于东三

省与南洋各地海纸市场的开拓,纸张贸

易兴盛,加上轮船在沿海贸易航运中代

替了旧式帆船,从而提供了速度与运费

上的便利,闽江上游纸品遂多改为沿江

而下至福州海运出口,纸品商道亦发生

改变。而闽江流域输出的另一大宗商

品———木材的外销通道素来多循闽江

水路,这样闽江流域三大外销商品茶、

纸、木材的运销通道在五口通商后都经

由闽江至福州输出。与此同时,进口商品

也由福州循水道抵达流域每一个墟镇,

从而加强了流域内部各地间的经济联

系。

商品贸易的繁盛使得近代闽江流

域内部层级市场结构和市场网络渐次

形成,而后者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进

出口商品在量和值上的剧增。众所周

知,福州作为闽江流域的中心并非始自

近代,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近代福州

开埠及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其流域中

心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以至于外人

称“闽江的贸易系于福州之手,福州贸

易兴,闽江贸易自兴”(东亚同文会编：

《清国商业综览》(2),第 347页)。与此

同时,流域各地也出现了地区中心市

场,分别扮演着闽江上游三支流及中游

地区的地方各类商品集散与转运中心

的角色。除此之外,近代闽江流域尚有

一批因土货外销而兴起的市场,其中一

部分是在传统墟市的基础上形成的,而

相当一部分则有别于墟市。它们分布

在各地水陆交通便利之处,可直接与地

区中心市场和流域中心市场发生联

系。

这样,晚清时期的闽江流域实际上

已从一个流域变成一个经济区,其表征

即是在流域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了一个

以福州为中心的功能性的层级市场体

系。与此同时,区域的发展模式也由此基

本定型,即单纯地向国际市场出口农产

品及半加工品,同时进口大量近代机制

生活消费用品。

二、从发展模式到发展障碍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个国家或地

区依靠农业产品积累资金,进而启动产

业改良、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和产业发展的先例不胜枚举,从发展模

式上看,近代闽江流域似乎是选择了这

一路径,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就资金而

言,首先,特产贸易当然可以获得大量

资金,但近代闽江流域的特产赢利没有

转化为产业改良、升级的资金,原因首

先在于经营流域特产贸易的商人多为

福州商人和流域外商人,因而由贸易带

来的财富多数为这些商人所有并转移,

产地民众获之甚少。其次,商人资本再

投资少,其阻碍因素多来自区域社会环

境的约束。总的看来,近代以来的闽省

政局更迭频仍,使得各地社会治安情况

恶化,土匪横行,这给闽江流域新式工

业的投资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时人称

“新式工业之盛衰,胥视资金之多寡,本

期以来,闽省政局多故,投机事业,因鲜

保障,遂趋减少”(《闽海关十年报告

(1922-1931)》)。再次,除了本地资本外,

外来资本少也是无法实现产业改良、

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外国资本

以外,近代闽江流域甚至福建省赖以依

靠的外资多 为 侨 资 ,然 而 据 统 计 ,

1871-1949年福建华侨投资福州户数

仅为 30家,投资额为 6828925元,仅占

全省华侨投资总额的 4.9%,流域其他

各地如南平、永安、古田、闽清、福清、

德化等地的华侨投资规模则更为弱小,

近代以福州为代表的闽江流域对华侨

资金的吸引力显然不够。这样,在产业

无法改良和升级的情况下,在资源消耗

型的土特产品输出贸易衰落后,区域的

发展状况也就每况愈下了。

近代闽江流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

决定了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换言之,港

口及其城市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实是

区域发展的关键。然而综观近代福州港,

其特征则是“港不兴”,福州港的船只进

出口数及货物吞吐量始终处于较小的

规模,据调查,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福

州港进出的汽船数常年均在 520余只,

载重量只有 50余万吨。与“港不兴”相

对应的是“城不兴”。福州口岸城市及

新式产业的发展也相应呈现出孱弱的

状况,其对腹地经济的带动力也呈严重

不足的局面,导致口岸对腹地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资金、人力以及技术支持严重

不够。因此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市场体

系及区域中心城市,近代闽江流域的发

展模式仍囿于腹地对中心城市的支撑,

中心城市及其他地区城市未能在区域

发展中成功发挥其应有功能。

三、反思：区域性特征的影响

综上所述,近代闽江流域的区域性

特征突出表现为福州港及城市对上游

特产品产出地支撑力度的不足。从区域

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需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港口城市的功能。福州作为

近代闽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依托流域腹

地贸易而兴,但也可将流域的兴起视为

福州港口城市功能的辐射影响所致。

因此,港口功能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

城市的辐射力;同时,港口城市功能的

完善实际也意味着区域向更大外部空

间的开放,从而促使区域的外向性发

展。

第二,城市与乡村。一种良性的城乡

关系必须发挥城市 (包括流域中心及地

区中心城市)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力,这包

括进出口商品的流通及城市在产业改

良、转型上对乡村的支撑,具体表现为在

资金、技术、劳动力及信息上对乡村地

区的支撑。就近代闽江流域而言,即是

上、下游间,山、海间协调发展。这其中,

政府作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必须发

挥作用。

第三,多重腹地的构建。福州作为近

代闽江流域中心城市,长久以来不得不

扮演着贸易型口岸的角色,这不能不说

是整个腹地单纯的特产输出经济发展

的要求所致。显然,多重腹地的构建对港

口城市的发展具有多重的支撑作用,从

而使得发展的路径不再单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20世纪二十年代中共

“小资”观念的起源

郭若平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

“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刊于《中共

党史研究》2011年第 4期) 一文中指出,

在中共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问题始终是

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20世

纪二十年代中共有关“小资”特征与表现

的相关论述,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小资”

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

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

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下构成的。从观念史

角度研究分析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一

方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历史,另一

方面也可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

中的作用。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崔志海在《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刊于《历史研究》2011年第 2期)一文

中指出,在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

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

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

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

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

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

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

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

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政府接受

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

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

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

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俄

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

经济的商业化特征

于殿利在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

商业化特征》(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期)一文中指出,在古巴比伦,虽然

王室和神庙控制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土

地,但私人经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

是在农业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

发展。纳第图女祭司、商人塔木卡乃至政府

官员虽不直接参与土地耕种,但均投入到

土地买卖活动中赚取商业利润。在土地的

开发利用中,存在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合

伙制,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土地的职

业管理人。而土地的耕种则采用雇佣劳动,

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具有明确责权利条款

的雇佣合同,工资的支付既可是货币也可

是实物,但必须征得雇工的同意。这些均表

明,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具有超乎想象

的商业化特征。

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刘玉堂、张硕在《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

乙编钟》(刊于 《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

第 2期)一文中指出,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上的奇迹。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

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

双音、和声概念等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对编

钟制度的研究,使得编钟作为周代后期雅

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更加凸显,而乐悬制度、

礼乐制度的传承线索亦更趋清晰。编钟的

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编钟

铭文多达 3755字,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

篆书的典型。

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

张海林、谷永清在《从“开官智”到

“开民智”：论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

路》(刊于 《东岳论丛》2011年第 4期)

一文中指出,在中外时局逼迫及体制内精

英的诉求下,清政府通过政策变革、体制

调整开辟了由官员现代化到民众现代化

的自强之路。自洋务运动开始至清末新政

早期,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官员

现代化,即所谓“开官智”教育。日俄战争

后,随着晚清新政向宪政发展,中国“人的

现代化”除了继续“开官智”外,还有“开

民智”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官智、

民智齐头并进的新阶段。开官智、民智的

内容也从自然科学知识延展到西方的政

治智慧和体制优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

程明显加快了。

近代上海何以成为

远东国际汇兑中心

宋佩玉在《近代上海远东国际汇兑中心

的形成》(刊于 《学术月刊》2011年第 4

期)一文中指出,影响一个地区成为国际汇

兑中心的主要因素有三：经济规模、金融状

况和政治环境。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正是具备了相当数量的汇兑业务量、一定数

量的国际汇兑办理机构、品种齐全的汇兑业

务种类、符合国际惯例的汇价体系、外汇管

制的全面放开等特殊历史条件,与“远东唯

一的金市场”、大条银市场相互套做,形成多

角汇兑关系,从而成为远东汇兑市场之中

心,在空间和功能上对伦敦、纽约等欧美国

际金融中心起到补充作用。

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历史形成
□ 李国强

南海疆域是在中国人民对南海认

识以及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的。中国历代文献中所记录的南

海地名,对我们考察中国南海疆域的历

史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从 “涨海”、“珊瑚

洲” 看唐代之前中国人民对

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早在公元前 2000多年前的汉代,

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在南海的航行和

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的持续开展,

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

大,中国人民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

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

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

叶,值之多拔。”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

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

程,其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

中浅而多磁石。”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十

分一致,其中所言“崎头”是我国古人

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我

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崎

头”指南海诸岛的礁滩。从杨孚和万震

的记载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我国人

民已经初步了解到南海的基本特点。中

国早期其他史籍中关于“涨海”的记录

频繁出现,可以确定,在古代历史时期

以“涨海”泛称南海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和采用。当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

论,“涨海” 主要是指东沙群岛及西沙

群岛局部海域,“珊瑚洲” 主要指东沙

群岛及其海域。

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

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民在南海的

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隋

书》记载,公元 607年,“(常)骏等自

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

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

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其中记载的

“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

沙群岛。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大

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

西沙群岛。

唐代又以“象石”指称西沙群岛。

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

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

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

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

里海中。”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

证,其所言九洲石位于当今海南省文昌

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

环王国位于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

算,“象石”即西沙群岛。在后代,顾炎

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

舆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的

记载。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

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对南海有了初步认

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民的活动范围

已经达到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标志着

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

二、从“石塘”、“长沙”

等看宋元明清中国人民对南

海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

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

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南海诸岛的地

名具有以下特点：

1、名称繁多。出现石塘、长沙、千里

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

等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

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

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

名称叫法二十余种。”

2、地名相对集中。基本上采用了石

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表明人们对南海

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航线的记载考

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

岛,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同时,出现

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

群岛。

3、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

对南海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

南海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不仅对南

海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

且对南海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

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险地

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

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

适所著《诸蕃志》,其载：“暇日阅《诸

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

屿之限。”由于当时南海诸岛中沙、南沙

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

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

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

湾)与竺屿(即 Pulo Aor,今马来西亚

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中国南海疆

域更加清晰。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

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常性活动的

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

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

元代文献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

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

从 1329年到 1345年曾亲赴南海和印

度洋一带的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

略》中明确记述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

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可以说,元

代是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区域由中沙

群岛、西沙群岛向南沙群岛延展的过渡

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在南海的

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南海疆域范

围由此也大大延伸。

明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史载、图籍大

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

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

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千里长沙、万里

石塘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

绘南海诸岛的地图,当属 1402年李荟

和权近所作的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

图》。图中在南海海域分别标绘有“石

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

我国著名南海史地专家吴凤斌先生的

研究,它们分别是今东沙、西沙和中沙、

南沙。

至清代,中国人民涉历南海的人数

日益增多,在南海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

稳固;南海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

的区分,南海疆域范围日渐明朗。如成

书约在清康熙末年的 《海道针经》

(乙)《指南正法》 针对我国到东南亚

国家的航线、航程、地理地势,都有十分

详细的记载,还对不同群岛分别命名。

再如,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

撰著的《海国闻见录》不仅详细记录了

南海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还对南

海诸岛四个群岛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

的记载,对四个海域进行了清晰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流传于海南民间的

《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所记载的

地名和航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

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

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它是渔民通过

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航海指

南,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

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充分表

明最晚到明代,四个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

三、从南海诸岛地名的规

范看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

疆域范围的确定

晚清至近代以来,一方面继承了历

代南海范围的传统疆域观,另一方面着

力从地名、地图等层面加以规范,从而

使南海诸岛的疆域范围最终得以确定。

晚清时期开始统一使用 “东沙

岛”,1909年已统一使用“西沙群岛”。

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命广东水师提

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甘泉岛附近海域

巡视。不久之后,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筹

办西沙群岛事务处”,这是目前所见西

沙群岛名称的官方表述。

1933年 6月,民国政府内政部成立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了中国

南海各岛礁中英岛名,并公布“关于我

国南海诸岛各岛屿中英地名对照表”,

这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准

标准化”命名,首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区

分为 4个部分：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

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亦称

珊瑚群岛,今南沙群岛),列出了南海诸

岛 132个岛礁滩洲的地名。1935年 3

月,委员会决定绘制政区疆域各图必须

画出上述四个群岛。同年 4月,委员会

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这是民

国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性

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较为详细地绘

制了南海诸岛,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

大约北纬 4° 的曾母滩,南海疆域首次
得到完整体现。

这一时期对南海诸岛标绘的地图,

大体可以划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11年至 1933年法国入侵我南沙群岛

九小岛之前,地图上一般只标绘东沙

岛,或只标绘东沙岛和西沙群岛。第二

阶段是 1933年 7月至 1935年 4月水

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中国南海各岛

屿图》之前,地图上标绘了东沙岛、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九小岛。如

1933年 12月童世亨著、商务印书馆印

刷并发行的《中国形势一览图》等。第

三阶段是 1935年 4月至 1948年 1月,

地图上完整地标绘了东沙群岛、西沙群

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此类地图首

推 1935年 4月由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

编印的 《水陆地图委员会会刊》 附图

《中国南海各岛屿图》。

同时,标绘有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

范围线,并将曾母暗沙作为中国最南国

界线的地图也相继出现。属于此类画法

的政区地图或专业地图不少于 20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36年北平建设

图书馆发行、白眉初著 《中华建设新

图》第 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

1947年 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致函

广东省政府,确定为纪念收复南海诸

岛,将西沙群岛武德岛改名为 “永兴

岛”,将南沙群岛长岛改名为 “太平

岛”。随后内政部决定：“南海领土范围

最南应至曾母滩,此项范围抗战前我国

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均以此为

准,并曾经内政部呈奉有案,仍照原案

不变”。据此,10月在内政部给国民政

府主计处呈送有关疆界各项资料的函

件中,再次明确我国四至,极南点为北

纬 4° 曾母暗沙。此外,在图中西起北仑

河口,南至曾母暗沙,东至台湾东北共

标绘 11段线,构成了呈“U”型的断续

线。1948年 2月内政部公布了《中华民

国行政区域图》,其附图即《南海诸岛

位置图》,该图所标示的南海诸岛名称、

11条断续线成为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延续了 11条

断续线的标绘。后于 1953年删减了北

部湾的两段线,其他各段线的位置也进

行了调整,1962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确认南海断续

线为九段,这一画法一直延续至今。

四、结语

通过对南海地名演变的考察,笔者

认为,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并非偶然,它

是中国人民发现、认识、命名南海诸岛历

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

范围不断拓展、变化的历史产物。从模糊

的区域概念到明确的地理界线,恰恰反

映了中国南海疆域历史形成的过程。这

一过程不仅符合一般历史规律,而且在

疆域发展史上也并非南海独有。

与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范围逐步发

展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汉、唐、宋、元,

乃至明、清时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

等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

知,既没有其先民在南海活动的历史依

据,也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

确凿证据。因此,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逐

步形成,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具

有唯一性和连续性。因而,“中国人百千

年来的居住、使用这些岛屿”,“对南沙

群岛有了某种‘原始性权利’”。

从古代历史上的“有疆无界”到南

海疆域的底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发

现、命名并长期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

而且历代中国政府行使了管辖,从而确

立了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

主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从来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

权提出过挑战。即使在 1948年标绘

“U”形断续线之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对此提出异议,而且多数国家在各

自地图的标绘上沿用了南海断续线的

标示方法,反映出各国对中国在南海主

权地位的承认。

通过对历代地名的深入研究,我们

清楚地看到中国南海疆域形成、发展、

演进的历程,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拥有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具有确

凿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依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

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